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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Introduction 

                                                             
地下經濟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其發生的頻率和規模大小與經濟、政治和

文化背景息息相關。對世界各國政府來說，地下經濟是一個扭曲社會資源與稅收

的嚴重問題，然而，對於經濟學家而言，地下經濟所存在效率與公平的衝突卻是

一項有趣且重要的議題。許多學者認為地下經濟的存在相對於守法公民產生不公

平的結果，間接鼓勵人們從事地下活動來逃避政府管制及租稅負擔。因此，不僅

不利於國家稅收，更扭曲了資源配置效率性，尤其對法律層面的影響實不容忽視。 

在過去的研究中，Gutmann(1977)認為地下經濟是GNP未被估測的部分；

Feige(1979)認為地下經濟是未申報或未被現行查核技術所衡量到的經濟活動。

Tanzi(1980)則指出，地下經濟是因未申報與低報所得，使官方統計無法測定的國

民生產毛額。Schneider(1986)對地下經濟有更清楚的詮釋，亦即在所有經濟行為

裡，凡可貢獻出附加價值且包含在國民會計制度的國民所得中，現在卻未出現於

國家相關統計機構紀錄者，稱為地下經濟。而Smith(1994)從偏向官方統計單位的

角度，給予地下經濟的定義為：凡所有的生產及服務等經濟行為，不管是合法或

非法，只是要逃避官方的國內生產毛額的統計，即稱作地下經濟。除此之外，

Bagachwa(1995)探討地下經濟的組成，其認為地下經濟可以區分成三個部份，非

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平行市場(parallel market)與黑市(black market)等。 

在國內的研究中較常採取的定義，如韋端與郭彩寶(1990)的說明：第一，地

下經濟並不以合法經濟活動或不合法經濟活動劃分，因某些合法經濟活動可能因

為申報而使國民所得統計未能全數記入，而形成一類地下經濟，此外，所謂合法

與非法很容易因法令改變而變更。第二，地下經濟並非全數為國民所得統計所漏

估，因為從支出面與要素所得面估算的GNP必須相等，因此，即使存在逃漏稅的

地下經濟活動，只要能在其中一種方法被估算到，就會顯示在GNP帳上。 

由於地下經濟種類繁多，小至攤商交易，或是規模較大如毒品、非法軍火交

易等種類均涵蓋在內。以其類型來分，我們可以將地下經濟分成三類。第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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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律所容許的經濟活動；第二，為了逃避政府稅收課徵而存在的地下經濟活

動；第三，為規避政府之查緝或管理行為所產生的地下經濟活動。 

雖然地下經濟的名稱及定義並不一致，但是都有共同特徵。第一，未經政府

批准，國家無法加以管理與監督的；第二，不繳稅，處於國家對資源配置的控制

與調節之外；第三，未申報，因此無法納入GNP計算與其他官方統計資料。地下

經濟是指處於政府管理與監督的範圍之外，或是非法進行的各種經濟活動的統

稱。正因為地下經濟是官方的各項統計中很難觀察的，其隱藏在各種公開的統計

數字之後，因此地下經濟本身的透明度是很低或者是難以估計的。 

地下經濟活動的存在對國家社會的影響是多面向的，因為估算困難或是稽查

不易，常使得政府在實質稅收上的稽查面臨困難，使得相關的政策制定上常出現

事後的巨大誤差。因此，蔡旭晟(1984)等人說明地下經濟對於國內各項統計的影

響可以分為四類如下：(一)就業統計：若存在地下經濟活動之從業者，則勞動力

參與率將低於實際水準，並使失業率高估。對此，Tanzi(1980)指出，在失業率被

高估時，政府為達充分就業，採行規模較大的擴張政策，結果將導致通貨膨脹。

(二)物價統計：非法或未稅產品，其商品價格均遠較合法產品為低。此外，從事

地下經濟之勞動者，通常願意以較低的價格，提供其產品或勞務。因此，考量地

下經濟之後的物價水準相對較低，並且通常會使通貨膨脹率略微降低。根據

Tanzi(1980)的說明，一旦通貨膨脹率被高估，若因此改變大眾預期，則物價將會

加速上漲；而貨幣當局若根據被高估之物價膨脹率，提升貨幣供給的速度，超過

真正通貨膨脹率所需者，物價將會更加上漲。(三)生產統計：地下經濟活動之生

產，因為未納入官方統計，所以一般生產統計會發生偏誤且較低的現象。(四)國

民生產毛額：國民生產毛額(GNP)是指一段時間內本國國民所生產之最終產品與

勞務按市場價格計算之總和，若國民生產毛額只計算合法經濟之項目，其所顯示

的經濟規模將會比實際的規模低。而其影響如錢釧燈(1981)指出，經濟成長率如

果低估，政府為維持一定的成長率，將使規模較大的經濟政策趨向膨脹而不是穩

定。並且政府部門的規模若被高估，會使租稅負擔與所得分配之估計不正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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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引起人民對龐大政府支出與稅賦負擔過高之誤解。 

近幾年來，關於台灣地下經濟的研究則較為少見，僅有戴韻珊與孫佳宏(2007)

使用四種估計地下經濟之方法：通貨對活期存款比率法、交易法、貨幣需求法及

多指標與多成因的方法，經由實證分析，估計臺灣1962年至2002年的地下經濟規

模。其結論為，在1962年至2002年之間，地下經濟佔GDP之比例雖有起伏，但大

致上是呈現下降趨勢。 

此外，根據戴韻珊與孫佳宏(2007)所估算台灣1962至2002年的地下經濟佔

GDP比例，值得重視的是，與傳統觀念中地下經濟對就業、稅收與經濟成長存在

負向效果相反，如圖1所示，在1962至2002年間的地下經濟與失業並無存在顯著

的關係。亦即，地下經濟對於勞動市場的資源扭曲，可能存在其他效果而非僅有

傳統觀念認為的負向效果。相同地，如圖2所示，在1962至2002年間的地下經濟

與總稅收亦無存在顯著的負相關，兩者甚至呈現微弱正相關的表現。並且令人驚

訝的是，如圖3所示，台灣在1962至2002年間地下經濟與經濟成長呈現正向關係，

顯現了與傳統觀念截然不同的結果。為了深究地下經濟與經濟學家所關注的總體

經濟變數(例如：經濟成長、失業、稅收)之間複雜且與傳統觀念不一致的關係，

本論文試圖架構包含地下經濟主要項目(如貪污、逃稅與犯罪)的總體經濟模型，

藉以分析其對於總體變數的影響效果。 

地下經濟的重要議題—逃稅，是本文亟欲探討的一個重點。在西方先進國家

中的實證研究顯示，逃稅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例約2%至10%之間。反觀台灣的

情況，蔡旭晟等人(1984)採用直接估計法估計台灣地下經濟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

例高達14.41%，其中屬於不報稅的地下經濟活動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例為

12.64%，由此可知，納稅義務人的逃稅行為是構成台灣地下經濟的主要因素。之

後的研究如Chu(1990)指出，在台灣根據訪談的結果，在受訪者中有66.1%的納稅

人曾經賄賂政府的稽查人員，想要與他們相互勾結以從事租稅逃避的行為。此

外，中國媒體的報導也指出，稅務部門於2002年上半年對7166戶納稅人的檢查中

發現，超過70%有逃稅的行為；而自1994至2003年，中國歷年來共查處逃漏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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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億元人民幣。 

許多學者利用經濟學的角度分析，到底有何種原因會使得納稅義務人有了逃

稅的誘因，促使納稅義務人願意冒著犯罪的風險而選擇逃稅。經濟理論探討租稅

逃避的文獻，始見於Allingham and Sandmo(1972)，其文章以Becker(1968)的犯罪

行為模型為基礎，並應用Arrow(1970)和Mossin(1968)的不確定分析法闡述個別納

稅義務人的逃稅決策。然而，除了消費者可能在預期效用極大的前提下，產生逃

稅行為外，廠商也可能是逃稅的一員。以中國大陸為例，由於跨國公司逃稅，中

國每年短收300億元的稅款1。 

至於廠商逃稅理論，則始自Kreutzer and Lee(1986)。其考慮廠商逃稅的行為

後，打破課徵利潤稅不會改變廠商決定生產數量的傳統理論。此結論說明了稅率

的降低會造成廠商生產行為的改變，因此會如同熟知的Laffer曲線所闡述般，可

以透過減稅增加生產進而擴大稅基，得到減稅反而可能可以增加稅收的結論。因

此，我們可知在考量逃稅後，將會嚴重影響減稅的政策效果。在早期的實證文獻

中，Peacock and Shaw(1982)曾使用兩部門的模型(消費及自發性支出部門)來分析

逃稅行為對稅收的影響。藉由對OECD會員國的研究，Sennoga(2006)發現每增加

1%的逃稅金額就會減少整體稅賦對GDP貢獻1.35%。類似地，Alm et al.(2004)及

Teera(2002)亦得到逃稅行為與總稅收占GDP比例之間存在反向關係的結論。 

在既有文獻中，例如Mankiw and Weinzierl(2006)在未考量公債融通的情況之

下，若根據模型的原始設定，資本(勞動)減稅的回饋效果為53%(17%)。此外，

Leeper and Yang (2008)的研究中顯示，未考慮逃稅行為下，資本(勞動)減稅的回

饋效果僅有95%(47%)。為比較分析起見，若將Mankiw and Weinzierl (2006)模型

改為與Leeper and Yang (2008)一致的設定，則資本稅(勞動稅)的回饋效果將調整

為67%(25%)。換句話說，在未考量逃稅行為時，減稅政策勢必付出成本，意即

減稅所造成的財政缺口仍然可能透過增加其他稅賦，或是透過減少政府支出或移

轉性支出的方式填補。據此，在更符合現實的情況下，若考量逃稅行為後，減稅

 
1請見中國時報 2002 年 8 月 1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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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可以擴大生產或投資，進而擴大稅基增加稅收的效果外，還產生減少逃稅比

例，增加政府稅賦的效果。 

因此，第二章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考慮逃稅行為的存在下，分析減稅的政

策效果幅度變化。藉由建構一個考量逃稅行為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

型，分析減稅政策的動態效果，試圖探討透過減稅擴大稅基以抵消稅收的損失所

可能達到的程度為何？這些問題受到如美國財政機構(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以及國會租稅聯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JCT))的關

注，其主要研究在於「評分」(scoring)稅制改變下所需之預算成本多寡。若在假

設稅制的改變將不會影響總體經濟變數(如勞動供給、投資和國民生產毛額)的情

況下，加以估計規劃稅的水準。這種方法被稱做「靜態評分」。相反地，所謂的

「動態評分」(dynamic scoring)則是增加考慮總體回饋效果，對於租稅變動所產

生的反應能提供更完整的樣貌。 

一直以來，經濟學家對貪污的總體效果存在著明顯分歧，其最大的爭議點在

於貪污是否造成無效率的結果。近四十年來，經濟學者對貪污問題進行了規範性

的分析與系統性的研究，而大部分的文獻均得到貪污會直接或間接抑制經濟成長

的結論。例如Bardhan(1997)提出為了取得證照許可(營業或建設)而必須支付的賄

款會直接降低投資的誘因，而當公共投資被挪用到私人建設時，成長率會顯著下

降。Romer(1994)則表示在任何情況下，貪污就如同對事後利潤的課稅，會阻礙

新產品或技術的進入。Shleifer and Vishny(1993)提出貪污的隱密性；其論點為貪

污會使國家的投資方向扭曲，從高價值的產業，包括健康和教育，移轉至較低價

值但高隱密性的國防和基礎建設，因為後者提供隱密貪污一個更好的機會。

Mauro(1995)顯示貪污會使投資卻步，因而減緩經濟成長。另外Mauro(1998)亦發

現貪污會使政府支出結構受到扭曲，而造成不易貪污的政府支出(如教育經費等)

減少進而損及經濟成長。 

然而，有部分學者認為，在國家發展的某些階段中，貪污扮演了正面積極的

角色。以國家的總體表現角度而言，在世界各國的實證資料中，存在某些一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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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生高成長伴隨高貪污的現象，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便是中國的例子。中國最

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楊於2003年第十屆人大會議中表示，近五年間共審結貪污賄賂

案件99306件。同時最高檢察院檢察長韓抒濱的工作報告亦指出，近五年嚴厲查

辦了危害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私分國有資產犯罪

的國有企業官員達84395人。查辦公務員濫用職權、怠忽職守等瀆職犯罪案件

27416件2。但在此同時，中國自改革開放至今的二十餘年來，每年GDP平均成長

率卻維持在平均為9%左右的快速成長。對此現象，Rock and Bonnett(2004)研究

貪污對平均實質國民所得成長率以及平均投資佔GDP比例之影響。其發現在東亞

新興市場中，無論哪一項貪污指數都與經濟成長為顯著的正相關，換言之，貪污

對成長有正面效益。Rock and Bonnett(2004)稱此為東亞矛盾 (East Asian 

Paradox)，反映了與傳統觀念相違背之處。 

一般經濟學家認為，貪污會造成無效率以及經濟成長下降的發生，是因為貪

污會扭曲市場及資源配置。深究其原因，第一，貪污使政府資源配置受到扭曲，

政府官員為了降低貪污稽查，會將公共資源移轉到秘密性較高的部份，例如國防

支出，進而產生政府資源配置失當的結果；第二，貪污行為導致談判和交易等額

外成本，如同課稅一般，將導致企業投資減少。這是因為原先可以投入生產的資

本，可能因為必須疏通而將部分資金轉為無生產力的賄款，降低了經濟成長的動

力；第三，貪污降低政府行政能力，一旦政府官員以收受賄賂為目標，必定會造

成行政能力的降低。 

在過去的文獻中，許多學者提出了貪污在實證上的負面證據，例如Mo(2001)

分析貪污對經濟成長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其初步結果發現，貪污對經濟成長有顯

著的負面影響。其實證研究顯示貪污每增加1%，經濟成長率會減少0.72%。Monte 

and Papagni(2001)則是運用1963至1991年義大利20個地區之數據資料，得到貪污

除了會直接抑制勞動平均所得成長外，亦會透過減低私人投資，降低公共投資支

出之效率兩方面來降低成長。近期文獻如Méon and Sekkat(2005)，則是透過使用

 
2  請見邱志淳、游國鑌（2004）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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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TI)的貪污印象指數(CPI)，以及Kaufmann et al.(1999)之治理指數，

與世界銀行的“macro time series 2001”之平均國民所得成長率等實證資料發現，

貪污與經濟成長率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尤其是在加入治理指標後，其負相關的程

度更加擴大。 

然而，許多經濟學者對於以上貪污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與效果，提出不同

的意見。對於貪污採正面觀點的學者認為，許多國家普遍存在著繁重的法規與運

作的阻礙，亦或是因國內環保意識的抬頭，對於某些高污染產業採取較嚴格的規

定，在此情況下，貪污也許可以改善生產效率或促進經濟成長。並且認為在缺乏

有效政策管理下，透過貪污可以減少走私等扭曲行為，以達到次佳(second-best)

的福利狀態。因此，當國內投資環境較為嚴格或政府運作缺乏效率的情況下，企

業透過行賄，可以降低減少來自政府的不確定性進而增加投資。 

最早提出貪污正面觀點的學者為Leff(1964)，其認為當政府缺乏效率或政策

決定錯誤時，透過貪污或許可將政策導向對經濟有效率之方向。在Leff(1964)之

後的文獻中，其中Lui(1985)以排隊(queuing)模型為基礎，得到Nash均衡為：如果

賄賂是被允許的，服務的公務員將會加快服務速度以獲取最大賄款，促使減少公

共行政上的無效率性。而Barreto(2000)則是將貪污視為內生變數引進至新古典成

長模型中，其結論顯示，由於公共財是對個人生產有益的，當公部門對資源分配

具有獨占性時，貪污便會產生。然而當政府在行政作業上的流程阻礙過高，將導

致效率降低，內生性的賄賂將可能使經濟成長的均衡水準優於獨占時之均衡產

出，甚至回到完全競爭最適狀態。對此，Barreto(2001)的實證研究發現，Business 

International(BI)的貪污(Corruption)變數和行政流程阻礙變數(Bureaucracy and 

Red Tape)相關程度達 0.84，表示唯有在行政流程阻礙過高地區，會出現各種貪

污形式來降低公部門對企業的行政刁難。對於經濟成長的研究上，Barreto(2001)

採用Penn World的實質平均國民GDP成長率作為應變數，首先沿用Mauro(1995)

的成長模型進行分析，發現貪污對經濟成長並沒有顯著影響，並非如該篇文獻所

提出的具有顯著負面影響。Barreto(2001)運用兩階段最小平方法(two-stage l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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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 2SLS)，並將此內生貪污變數加入經濟成長模型。結果發現貪污與經濟成

長有顯著的正相關。Méndez and Sepúlveda(2006)沿用Elrich and Lui(1999)之模

型，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自由度，將國家區分為「自由」與「非自由」

國家；其結果顯示在「非自由」的國家中，貪污對經濟成長並沒有特別的影響；

相反的，在「自由」的國家中，貪污和成長有著非單一的關係，而至於政府的規

模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Mauro(2002)並進一步研究為何在某些國家貪污會特別嚴重，並與低經濟成長

成為惡性循環。其採用類似Murphy et al.(1993)的分析，認為倘若一地區的貪污行

為盛行時，每個人被查緝及處罰的機率降低，導致個人會花更多時間從事貪污，

他將這個現象稱為策略互補(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並把這個概念結合了

Barro(1990)所建構的加入政府支出之生產函數。模型結果顯示，貪污和經濟成長

會呈現複數均衡的現象，即清廉會與高經濟成長率有一個良好的(good)均衡，以

及貪污嚴重會與低經濟成長率產生不良的(bad)均衡。這是由於在貪污處罰機率

低的地區，個人花費更多時間從事競租(rent seeking)，減少生產活動的時間，進

而降低經濟成長，導致了如同貧窮陷阱般之惡性循環。 

然而，與Mauro(2002)的論點有著極端對比的是，在此強調高貪污高成長均衡

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在本論文第三章中，將轉換貪污對經濟成長具有「強烈負

面」效應的論點，最主要的論點在於探討當政府組織效率不彰、政府對公民社會

的控制不健全且政府官員具有高度權力的未開發國家中，官員的貪污反而可能是

有益處的。據此，與既存文獻不同，在本文中，將轉換貪污對經濟成長具有「強

烈負面」效應的論點，進而討論透過考量貪污因為影響政府投資的有效生產力，

進一步分析貪污對經濟成長所造成的正向影響。 

我們建立一個簡單的新古典內生成長模型，將政府官員的貪污活動納入考量，藉

以進行實證分析與規範分析。特別的是，為了更加了解貪污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

係，我們將連結貪污與政府投資品質。雖然在既存經濟文獻中，已有許以個體經

濟模型為基礎的研究(如雇主－代理人理論模型(principal-agent theory))，但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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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理論上的探討與研究尚缺乏不足；具體地說，現存文獻中仍然缺乏一個全

面性的理論架構。因此本論文第三章將透過考量貪污影響政府投資的有效生產

力，以此分析貪污對經濟成長所造成的正向影響。 

接著，本文將探討犯罪、失業率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早自1960年代，許

多經濟文獻與論文均開始將研究轉至犯罪行為上，而此濫觴始於Becker(1968)與 

Ehrlich(1973)的文章。犯罪經濟學研究至今已持續了幾十年，而眾多議題也紛紛

出現。然而，對於犯罪行為的探討仍存在一些未明之處，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分

析。傳統的觀念認為，當經濟情勢不佳時，失業的攀升將造成犯罪的提升；因此，

許多人認為，犯罪率與失業率的關係為正向循環(procyclical)。對此，實證研究卻

不完全支持正向循環的看法；如Box(1987)根據32項相關數據，發現其中19項結

果顯示犯罪率與失業率呈現正向關係，而其餘的卻不支持正向的結果。另外，許

多的研究諸如Cooter and Ulen(1988)、Young(1993)以及Eide(1994)則顯示失業率

與犯罪率之間的關係為負向循環(countercyclical)。針對文獻上實證結論的不一

致，本文模型的特性將有助於解釋，為何失業率與犯罪率的關係可能是正向循環

抑或是負向循環。這項結論對於實證文獻中有關犯罪率與失業率彼此間混淆不明

的關係，提供了富有理論基礎的說明。 

於第四章中我們建構個體基礎的總體理論模型，嘗試著去分析傳統文獻有關

失業率與犯罪率的未明之處。我們利用搜尋模型(search model)探討傳統觀念與實

證資料衝突的原因。搜尋模型雖然為一簡化過的模型，但其提供了一個具備勞動

市場與犯罪市場並存的完整樣貌，這些更符合實際現象的理論架構更能讓討論顯

得清晰明朗。另外，本文也對於犯罪的不同來源提供了說明；由於失業勞工與就

業勞工有不同的犯罪機會成本，因此具有不同的犯罪誘因，而這將造成對於經濟

體系的不同影響。此正說明了為何在不同國家中犯罪率與失業率的關係有可能為

正向循環或是負向循環的實證結果。 

最後，我們將本論文有關地下經濟的三個議題：貪污、逃稅與犯罪，與總體

經濟表現之結論整理於第五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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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1962至2002年地下經濟與失業的關係 

 

圖2 台灣1962至2002年地下經濟與總稅收的關係 

 
圖3 台灣1962至2002年地下經濟與經濟成長的關係 

資料來源：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行政院主計處出版。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摘要，行政院主計處出版。  
戴韻珊 (2007) ，「臺灣地下經濟之探討: MIMIC模型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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